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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文章探讨了伦理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一致性对员工的影响。研究具有一

定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下： 

 

意见 1：员工的伦理型原型是否会影响员工对伦理型领导的评价？这样来说，研究伦理型领

导与员工伦理型原型匹配是否合适？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问题。在本文中，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ELP）指的是员工由

于自身社会化经历形成的有关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典型道德特质或行为的认知结构，它为员

工提供了理解领导行为的认知基础(Lord, Foti & de Vader, 1984)。但员工在评价领导行为时，

自身对内隐领导原型的依赖程度会根据员工与领导相处过程中积累的有关信息或者经验而

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人们基于自身的内隐领导理论进行归因活动的基本动机是降低社

会领域的不确定性(Popper, 2013)。从这个观点出发，在与领导者互动的早期阶段，由于员工

对领导者的了解较少，会更多的基于内隐领导原型来对领导者的行为进行解释。相反，对于

那些和领导相处时间较长有着稳定关系的员工来讲，就很少会使用内隐领导原型来评价领导

者(Epitropaki & Martin, 2005)。从本文的样本选择来看，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自武汉一所高校

的 MBA 学员及其员工，这些员工是由他们的直属上级挑选的，他们在挑选时，通常会选择

那些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员工来参与调研，并且这些员工和领导的相处时间较长(Mean = 

3.16)。那么，这些员工在评价领导行为时，往往对内隐领导原型的依赖较少。另外，针对

问卷调查研究的不足，本文又进行了一项情境实验研究。在该实验中，通过操纵伦理型领导，

可以形成两种情境(高伦理型领导 vs. 低伦理型领导)，从而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意见 2：理论推演部分需要进一步加强。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重新审视了本文所使用的理论以及研究假设，对情绪

认知评价理论进行了详细地阐述，并根据该理论对文中员工崇敬感的中介作用假设推演进行



了仔细修改。例如：根据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 2001)，个体情绪的产生来源于

两次评价过程，初评价和次级评价。在初评价中，我们详细阐述了个体所需要评价的三个方

面内容，并指出初评价的结果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类型的情绪，但要确定是否产生的是崇敬感

这一具体的情绪，还需要进行次级评价，我们也详细介绍了个体在次级评价中需要评价的三

个问题。由此，我们推断伦理型领导会正向影响员工的崇敬。 

关于对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详细阐述，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根据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 2001), 个体对刺激事件认知评价会影响他们

的情绪。具体来说, 根据该理论, 情绪来源于两个阶段的评价过程, 初评价和次级评价。在

初次评价中, 个体需要弄清楚三个方面的内容: 1.刺激事件是否与个体的目标相关; 2.刺激事

件对个体目标的实现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3.个体的目标是否涉及到自尊、道德价值观、理

想行为等方面。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个体所产生的情绪效价, 也就是说, 如果刺激事件

与个体的目标相关, 且该事件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同时, 个体的目标涉及自尊或价值观。那

么, 个体会产生积极类型的情绪; 反之, 如果刺激事件会阻碍目标的实现, 个体会产生消极

类型的情绪。当个体试图对刺激事件进行解释或回应时, 便进入了次级评价阶段, 根据评级

内容产生相应的具体情绪。在次级评级过程中, 个体同样需要弄清楚三个问题: 1.是否有人

因为该事件而受到责备或表扬？2.是否有可能来应对该事件？3.是否预期该事件在未来会发

生变化？综上所述, 基于该理论, 我们认为, 伦理型领导行为的道德属性会引发员工的认知

评价过程, 进而导致员工的情绪及后续行为。 

关于理论推演部分，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根据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 2001), 初次评价的这三个问题能够解释为什

么伦理型领导所能引发的员工积极类型的情绪。由于伦理型领导与员工的很多目标有关, 如: 

员工期望伦理型领导应该是关爱员工、对员工公平、值得员工信任的, 那么这一目标就会涉

及到员工的道德价值观和理想的领导风格。如果领导者表现出上述员工期望的行为, 那么员

工就可能会产生诸如感激、高兴、崇敬等积极类型的情绪。但要判断是否产生的是崇敬这一

道德情绪, 还需要进行次级评级(Lazarus, 1991)。通过回答次级评价的三个问题可以解释伦

理型领导与员工崇敬之间的关系。就表扬而言, 伦理型领导是非常受员工欢迎的一种积极领

导风格。以往的大多研究发现, 它能够对员工变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就应对而言, 员工会把

伦理型领导当成自己的道德榜样, 并向领导者学习(Brown & Trevino, 2006); 就未来预期而

言, 伦理型领导有利于员工实现绩效目标, 促进其展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毛江华等, 

2020)。为更好地激励员工, 领导者有可能会展现出更多的道德行为(李方君, 熊玉双, 李斌, 



2018)。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伦理型领导的道德行为可以引发员工对领导者的崇敬。以

往的研究也证实(Aquino, McFerran, & Laven, 2011), 即使在控制个体的积极情绪后, 个体看

到不同寻常的善良行为, 仍然能够引发个体对他人的崇敬。 

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还指出, 在评价过程之后, 被激发的情绪会激活后续的行为倾向

(Lazarus, 1991)。根据 Hadit(2003)的观点, 崇敬能够引发个体产生模仿道德榜样和亲社会的

行为倾向。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以往的研究的支持, 比如: Algoe 和 Haidt (2009)通过使用回忆、

视频诱导、日记和和写信的方法激励员工产生崇敬的道德情绪, 发现经历崇敬的员工更可能

会表现出帮助他人、把钱捐给慈善机构等方面的亲社会行为。崇敬属于一种积极的心理感受, 

对他人产生崇敬的个体会通过模仿榜样的行为来“接近”他们(Frijda, 1986)。在组织中, 当员

工因领导者的高尚道德行为而对其产生崇敬时, 他们会把领导者当作自己的榜样, 并在工作

中表现出一些有意义的行为来提升自己的道德, 如: 积极完成工作任务、主动帮助同事、维

护组织的声誉。与我们的观点一致, Vianello 等人(2010)的研究也发现, 员工的崇敬与其组织

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伦理型领导的道德行为表现能够引发员工对领导者的崇敬, 这种

情绪又会进一步激励员工完成任务绩效以及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 

H1: 控制积极情绪后, 伦理型领导对员工的崇敬（elevation）有正向影响。 

H2: 控制积极情绪后, 员工的崇敬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的任务绩效（H2a）和组织公民

行为（H2b）之间起中介作用。 

 

意见 3：补充研究的实践启示。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的日常管理实践意义，具体体现在

企业对领导者行为的道德要求，以及企业道德文化的建设和道德氛围的构建。 

关于实践启示，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的日常管理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 本文的研究

结果发现, 伦理型领导能够对员工的崇敬感和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说明, 

企业应该加强领导者的道德培养和管理, 比如: 倡导管理者要以身作则, 为员工树立一个榜

样(Brown & Treviño, 2006)。另外, 研究结果表明, 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会影响伦理型领导

的有效性。为此企业应该加强道德文化建设, 并努力使之形成一种道德氛围。这样既可以塑

造员工(尤其是新员工)道德价值观, 让他们了解企业认可什么样的道德行为; 同时也可以引

导管理者展现出更多的道德行为。除此之外, 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 上下级的道德价值观会



有更高的相似性, 这样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领导力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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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核心概念界定： 

意见 1：作者将伦理型领导原型定义为“员工对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的一些典型特征的认知

图式，是员工衡量伦理型领导的标准。”这个描述过于抽象和模糊。如果伦理型领导原型指

的是一种“评价标准”，那不同的人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该如何测量评价标准本身呢？



与之相关，“高 ELP 的员工会把典型道德标准作为判断伦理型领导的依据”，其中什么是

“典型道德标准”？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问题。我们意识到文中该部分表述不是很恰当，容易引发歧义。为

此，我们做了修改，具体如下：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指的是员工由于自身社会化经历而形

成的有关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典型道德特质或行为的认知结构，它为员工提供了理解领导行

为的认知基础，是员工评判领导者是否为伦理型领导的“内部标签”(Lord, Foti & de Vader, 

1984)。在本文中的“内部标签”指的是员工期望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的一些典型道德行

为，所谓的典型道德行为是Brown等人(2006)在其提出的伦理型领导理论中所描述的伦理型

领导具备的一系列行为或特质, 如: 诚实、值得信任、公平、有原则的决策者、具有利他动

机。之所以将这些行为定义为典型道德行为，是因为Brown等人(2005)提出的伦理型领导概

念是一种狭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道德并没有包含所有的道德品质，而是只涵盖了

人类6种道德基础中的两项品质，即：关爱/伤害、公平/欺骗(Fehr, Yam & Dang, 2015)。 

根据上述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定义，在测量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时，我们列出了一

系列伦理型领导的典型道德行为, 但并不是要求员工来评价这些行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符

合上级领导的实际行为, 而是在没有给出明确的伦理型领导定义的情况下, 要求员工根据他

们自己对伦理型领导的理解来评价这些行为特征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己心中期望的

伦理型领导，评分的差异能够反映出员工对领导行为的认知有所不同。这种提法在以往有关

ILTs的研究中也有采用, 比如：Etipropaki和Martin (2005)在研究中使用“商业领导者”的一般

性提法来测量员工的领导原型和反原型, 并没有指定某个特定的领导者, 也没有对商业领导

者的含义进行详细的解释, 并且测量结果表明有很好的信效度。 

 

意见 2：什么是（积极）道德情绪？作为核心变量，建议在首次出现的时候加以解释。在测

量中，为什么采用感激（gratitude）和道德提升（elevation）这两个条目，需要给出更加细

致的解释。此外，道德提升是怎样一种积极情绪？从中文的角度，我认为这个词理解起来有

些困难。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重新审视了全文，从理论贡献的角度来看。

考虑到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对于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解释作业已经被探究过(毛江华, 张光

磊, 章发旺, 2020)，我们认为探索一个具体道德情绪更能体现本文的理论贡献，原因在于，

现有的很多研究发现，伦理型领导可以引发员工的情绪反应，但这些研究中对情绪的定义都

泛指某种广义类型的情绪而不是具体情绪。很多研究者指出，特定情绪具有广义情绪所无法



解释的独特效应(Watson & Clark, 1992)，和后者相比，特定情绪有更加明确的触发机制和更

清晰的认知内容 (Cropanzano, Weiss, Hale & Reb, 2003; Vianello, Galliani & Haidt, 2010)。再

结合伦理型行为的特征，本文选择了崇敬感这一具体的道德情绪来解释伦理型领导的有效

性。所谓崇敬感是指个体因看到他人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Haidt, 2003)。

它与感激 (gratitude)一样同属于一类道德情绪，即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 (other-praising 

emotions; Greenbaum, Bonner, Gray & Mawritz, 2020)。虽然二者都是由他人的善行而引发产

生的，但与感激不同，怀有崇敬的个体不是善行的直接受益者，并不会回报“施恩者”，而是

会把施恩者作为榜样，效仿他们。另外，关于 elevation 的中文含义，正如审稿人所言，我

们之前将其翻译为道德提升不容易被读者理解，再查阅了有关 elevation 的研究并结合它的

定义，我们认为将其翻译为“崇敬感”更为贴切。 

关于崇敬感的概念以及其与感激之间差异，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崇敬感(elevation)是指个体因看到他人高尚的道德行为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Haidt, 

2003)。它与感激(gratitude)一样同属于一类道德情绪, 即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Other-praising 

emotions; Greenbaum, Bonner, Gray, & Mawritz, 2020)。虽然二者都是由他人的善行而引发产

生的, 但与感激不同, 怀有崇敬感的个体不是他人善行的直接受益者, 通常不会回报“施恩

者”, 而是会把施恩者作为榜样, 效仿他们。以往的研究表明, 领导的人际公平和自我牺牲行

为可以引发员工的崇敬感(Vianello, Galliani, & Haidt, 2010), 而怀有崇敬感的个体会表现出

亲社会行为(Algoe & Haidt, 2009; Aquino, McFerran, & Laven, 2011; Vianello et al., 2010)。 

 

方法部分： 

意见 3：我对伦理型领导原型这一核心概念的测量有很大的困惑。从测量方式来看，作者似

乎只是在衡量 Brown 等人（2005）的量表中的条目多大程度上符合被试心目中对伦理型领

导的理解。基于此，本文中的“匹配”只是在简单探讨 Brown 等人（2005）的量表是否捕捉

了员工心目中对伦理型领导的定义，及其领导是否有做出这样的行为（这个问题在伦理型领

导和伦理型领导原型均由同一员工自我汇报的情况下变得更为凸显）。按照这样的逻辑，文

中的一些假设或结论似乎有些显而易见。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建议。我们在审视了全文以后，确实如审稿人所言，匹配视角会

使得一些结论显而易见，会降低本文的理论贡献。为此，对文章结构进行了修改，我们认为

探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伦理型领导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影响，能更好地体现出本文的理论贡

献，具体来说： 



首先，会对伦理型领导理论有一定的贡献。伦理型领导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

注，然而，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是根据 Brown 等人(2005)的最初定义来考察这种领导风格的

影响效应和前因，很少有研究对其包含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根据 Brown 等人(2006)的观点，

伦理型领导是一个公平的、值得信任的、诚实的、利他的以及有原则的决策者。但从道德的

视角来看，这些特质并不包含所有的道德品质。考虑到个体间的差异，员工对伦理型领导应

该包含哪些道德内容，什么样的行为最能代表伦理型领导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会使得他们对

领导道德行为的认定会有所差异(Fehr et al., 2015)。由此，我们认为，在使用传统的狭义概

念来判断伦理型领导的道德有效性时就需要考虑员工对伦理型领导行为的认知差异。基于

此，本文引入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这一新的概念来反应个体的道德价值观和对理想伦理型

领导的期望。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领导者表现出典型的道德行为，且这种行为与员工

伦理型领导原型一致时，才能更好地激发员工对领导者的崇敬感。这一结果也印证了 Fehr

等人(2015)等人的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文能够为未来伦理型领导的有效性研究提供新

的理论视角。 

其次，本文首次探究了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对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崇敬感之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从内隐领导原型的视角揭示了伦理型领导发挥有效性的边界条件。根据定义，内隐

领导理论中的领导原型所包含有四种特质，即：敏感、智慧、奉献、活力，这些特征是在没

有指明特定领导行为的情况下，由学者归纳产生，有一定的普适性(Epitropaki & Martin, 

2005)。但这些特质并不能具体的反映员工对特定领导风格应该具备某些积极特征的期待。

基于此，本文将内隐领导理论应用到具体的领导风格中，来考察员工对伦理型领导的认知图

式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实际伦理型领导行为的认知，可以进一步拓展内隐领导理论的应用范

围。 

 

研究结论与贡献： 

意见 4：本文尝试引入一个“匹配”的视角，探讨伦理型领导的有效性受到员工对伦理型领

导的认识的影响。事实上，我认为文章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出发点，也从理论上指出了当前

的伦理型领导所包含的特征是一种“狭义的道德”，其对应的道德基础是“关爱/伤害和公

平/欺骗”。如果紧扣这个出发点，我可能会尝试从伦理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的特征（如对公

平的敏感性）匹配展开理论构建和实证探索。但是，目前文章探讨的所谓匹配脱离了道德基

础这一关键的部分，提出的一些假设理论价值不够突出。另一方面，从实证结果来看，匹配

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支持，匹配的两种情境下的差异和不匹配的两种情境下的差异主要都被



伦理型领导的水平所解释。换言之，本文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真正影响员工道德情绪的

主要还是伦理型领导本身。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章中该部分的内容，仔细梳理了本文的逻辑。

我们认为，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之所以会影响伦理型领导有效性，其核心在于的员工对道德

行为的认知存在差异。具体来说，现有的伦理型领导定义中，只是把诚实、值得信任、公平

等作为伦理型领导最具代表性的行为特征。然而，考虑到每个人的性格、所受的教育, 甚至

所处的文化环境有所不同, 使得个体对道德行为的认知是有所差异的(Graham et al., 2013), 

如: 有的员工会把领导者公平对待员工的行为认为是符合道德的, 但也有员工可能并不这么

认为。这取决于个体所持有的道德基础观。而这种个体道德基础观的差异反映到组织里面的

上下级互动中, 则具体体现在员工对伦理型领导应包含哪些道德行为特征会有不同的看法

(Epitropaki, Sy, Martin, Tram-Quon, & Topakas, 2013; Treviño, Brown, & Hartman, 2003), 对同

一领导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判断会有所差异(Fehr et al., 2015)。由此我们认为在探讨伦理型

领导的有效性时, 需要考虑员工对伦理型领导行为的认知差异。为此, 我们借鉴内隐领导理

论(Lord, Foti, & De Vader, 1984), 提出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Ethical leadership prototype, ELP)

这一新的概念来反映个体对伦理型领导行为的认知差异。 

所谓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是指员工通过自身社会化形成的有关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

典型道德特质或行为的认知图式。它为员工提供了理解伦理型领导行为的认知基础, 是员工

评判领导者是否为伦理型领导的“内部标签”(Lord et al., 1984)。员工的这种对伦理型领导的

认知取决于他们所持有的道德基础。根据道德基础理论(Haidt, 2012), 人类的道德由一系列

包含不同价值观、直觉和社会实践的道德基础组成。具体来说, 该理论把人类的道德划分为

六组, 即关爱/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圣洁/堕落、自由/压迫。作为一种

阐述广义道德的理论, 道德基础理论对伦理型领导也有着特殊的意义(Weaver, Reynolds, & 

Brown, 2014)。根据 Fehr 等人的观点(2015), 六种道德基础分别与不同领导风格相关联, 与

伦理型领导相对应的是关爱/伤害和公平/欺骗。基于此, 在本文中, 高 ELP 的员工会使用关

爱/伤害、公平/欺骗这两项道德基础来定义道德, 他们会认为公平、关爱是一个伦理型领导

应该具备的特质。与此相反, 低 ELP 的员工则不会使用公平和关爱来定义道德, 而更可能会

把忠诚、权威、圣洁或自由作为一个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的特质。 

最后，本文选取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作为影响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调节变量，一方面，

通过借鉴内隐领导理论, 本文关注了员工对伦理型领导的认知差异, 丰富了以典型道德标准



为基础的伦理型领导理论的研究, 为今后研究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

新的理论视角。另一方面, 通过将内隐领导理论整合到伦理型领导这一具体领导风格的研究

中, 即发现员工不仅对广义领导的概念与内涵存在认知原型的差异, 还会对具体领导行为存

在认知原型的差异, 从而可以进一步拓展内隐领导理论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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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3意见： 

论文尝试考察伦理领导原型与伦理领导行为匹配程度对员工后续情绪和绩效行为的影

响，从这个角度推进伦理领导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新意和学术价值。论文主要采用响应面分析

方法来验证自己的研究设想，方法恰当、可靠。然而，评审人认为，论文还存在几个问题，

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意见 1：论文采用 Lazarus 的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 2001)作为整体的分析框架是否恰

当？请再斟酌。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对威胁的评价分为一级评价和二级评价。按照这种论

述，论文中提到的“匹配”与这两级评价中的哪一级有关系？是什么关系？需要进一步论述。

或者考虑采用其他理论作为总体框架（如认知失调理论或者其他理论），是否更加适合？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 首先，我们认为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适合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

来解释伦理型领导是如何引发员工的情绪进行影响其后续行为的。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 

个体对刺激事件认知评价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具体来说, 根据该理论, 情绪来源于两个阶段

的评价过程, 初评价和次级评价。通过回答初评价中的三个问题(即: 刺激事件是否与个体的

目标相关; 刺激事件对个体目标的实现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个体的目标是否涉及到自尊、

道德价值观、理想行为等方面)可以解释伦理型领导是否可以引发员工的情绪以及情绪的效

用；但要确定伦理型领导引发的是员工崇敬这一具体的情绪，还需要通过回答次级次评价的

三个问题(即: 是否有人因为该事件而受到责备或表扬？是否有可能来应对该事件？预期该

事件在未来会发生变化)。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首先补充了对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的详细阐

述，然而，在假设的理论推演部分描述了该理论的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见

上述审稿人 1 的意见 2 回应）。另外，审稿人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是个很好的启发，但是我

们的研究设计都是按照情绪认知评价来设计的，没有直接测量与认知失调相关的变量，所以

没有采纳，但在未来研究中这是个可以探究的方向。 

 

意见 2：论文提出了 EL-ELP 组合的框架，这非常具有启发性和新颖性。不过，评审人认为，



该框架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澄清。以低 EL-低 ELP 为例，这种类型何以存在？“低 ELP”的员工

如何对自己的上司做出“低 EL”的评价？该领导的表现是低于还是等于员工的 ELP 的水平？

如果是低于，则为何这种类型叫做匹配型，也应该是不匹配型？如果是等于，说明上司的行

为符合员工的道德原型，此时员工如何判断自己的上司是低 EL?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提出的问题。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重新审视了文章全文，结合审稿人的

意见，我们认为通过匹配的视角来探究伦理型领导与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之间的不同组合对

员工的影响会引发一些让读者难以理解的问题，正如审稿人的疑问，以低 EL-低 ELP 为例，

这种类型何以存在？该如何理解这种类型的匹配？另外，使用匹配的视角也难以用一个理论

来整合 EL 与 ELP 的不同组合对员工的影响。为避免上述问题，我们转向探究伦理型领导与

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的影响，这样能更直观地反映出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

型对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影响。 

 

意见 3：论文的假设 1 中提出，“按照 Fehr 等人(2015)的观点, 如果伦理型领导的行为表现与

员工的道德基础不一致, 领导者表现的行为也不会被员工认为是道德的。很显然, 这种情况下

领导的行为表现也很难引发员工的积极道德情绪。”这个关键的表述需要进一步澄清。不一

致会导致员工一定将领导的行为判断为不道德行为吗？还是也可能判断为道德行为而诱发

消极情感？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在修改稿的假设 3 中对这一表述作了进一步澄清。根据

Fehr 等人(2015)构建的广义伦理型领导模型，当员工使用某种道德基础来定义道德时, 若领

导者表现出与该道德基础相一致的行为, 那么员工就会认为领导者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如

果领导的行为表现与员工的道德基础不一致, 比如：对一个持有高 ELP 的员工来说，他会赞

同公平/欺骗这一道德基础，那么，他会把公平定义为道德的。当领导者表现出公平对待员

工的行为，那么该员工会认为领导的行为是道德的，会把领导者当成自己的榜样而效仿领导

者，从而引发员工对领导者的崇敬感；但对于一个持有低 ELP 的员工来说，他们可能认为

忠诚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特质, 那么在面对一个以公平或关爱员工为主要行事风格的

领导时,员工则不会把该领导者认知为伦理型领导，这会削弱领导者的影响力，最直观的表

现就是，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崇敬感的积极作用变弱。但这并不说明不一致会导致员工将领导

者的行为判断为不道德行为，只是说明领导者的关爱以及公平对待员工行为不在员工的道德

定义范畴内，但仍会对领导者的这些行为产生积极情绪。正如研究 2 的结果表明，即使在低

ELP 的情况下，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崇敬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只是相比于高 ELP 的情况下



更弱而已。 

 

意见 4：论文应该不仅需要报告员工的样本信息，仍需报告上司的样本信息。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我们对该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修改，根据最终有效的领导样本信

息，对领导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了详细统计。 

关于上司的样本信息，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在最终的领导样本中, 男性占比是 68%, 49%的领导年龄超过 40 岁, 93%的领导已婚, 受

到大学及本科以上教育的领导占比达到 28%, 80%的领导工龄超过 3 年。 

 

意见 5：在测量工具部分，“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采用与伦理型领导相同的量表条目, 但

更换了量表引导语。”这种做法的依据是什么？需要详细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在本轮修改中，对该部分进行了详细地修改。具体来说，

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指的是员工由于自身社会化经历而形成的有关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

典型道德特质或行为的认知结构。根据这一定义，受试者报告的是心目中伦理型领导应该具

备的行为, 这些行为是存贮个体记忆中的一套评判领导者是否为伦理型领导的“标尺”。所

以，受试者在评估的时候，并不是对特定的领导者进行评价，而是在没有对伦理型领导定义

进行过多解释的情况下，让受试者根据他们自己对伦理型领导理解来评价有关领导行为特征

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员工心目中的伦理型领导。这一做法在以往有关 ILTs 的研究中也

有采用(Etipropaki & Martin, 2005)，他们在研究中使用“商业领导者”的一般性提法来测量员

工的领导原型和反原型, 并没有指定某个特定的领导者, 也没有对商业领导者的含义进行详

细的解释, 并且测量结果表明有很好的信效度。另外，即使受试者是按照某个领导者来作答

的，那说明这个特定领导的特征刚好是被试心目中的理想伦理型领导的代表, 这样得到的结

果同样能反映出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 

关于伦理型领导原型的测量，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采用与伦理型领导相同的量表条目, 但更换了量表引导语。并

不是要求员工来评价这些行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上级领导的实际行为, 而是在没有给

出明确的伦理型领导定义的情况下, 要求员工根据他们自己对伦理型领导的理解来评价所

描述的行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心中期望的伦理型领导。这种提法在以往有关内隐领导理

论的研究中也有采用, 比如: Etipropaki 和 Martin (2005)在研究中使用“商业领导者”的一般

性提法来测量员工的领导原型和反原型, 并没有指定某个特定的领导者, 也没有对商业领导



者的含义进行详细的解释, 测量结果表明有很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 代表性的题目如：

“就道德而言, 伦理型领导是一个如何正确做事的楷模”。量表采用 Likert7 点计分(1 = 非常

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91。 

 

意见 6：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除了现在所控制的，也应该控制以往研究中对道德情绪和结

果变量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如员工的道德水平等。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通过回顾伦理型领导的相关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也是伦理

型领导与员工 OCB 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解释机制(Velez & Neves, 2018)。因此，我们控制了

员工的积极情绪，该量表采用 Watson 等人(1988)编制的 PANAS 情绪量表，其中的积极情绪

量表包含 10 个条目。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89。 

 

意见 7： “表 1 所示 , 相比于其它四个竞争模型 , 五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最好

(χ2 = 135.99, df =80, CFI = 0.96, TLI = 0.94,  SRMR = 0.04, RMSEA = 0.06)。”。这里应该需要

进一步检验五因子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卡方变量是否显著？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指出的问题。在本次修改中，我们将五因子模型分别与其它替代模型进

行了比较，并计算了卡方的变化量及显著性，经过检验，所有的 Δχ
2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01)。 

关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研究 1) 

模型 χ2 df Δχ2(Δdf) CFI TLI SRMR RMSEA 

五因子模型 159.96 94 - 0.96 0.95 0.05 0.06 

四因子模型 1 252.51 98 92.55***(4) 0.90 0.88 0.07 0.09 

四因子模型 2 367.98 98 208.02***(4) 0.82 0.78 0.10 0.12 

三因子模型 460.80 101 300.84***(7) 0.76 0.72 0.12 0.14 

单因子模型 1185.42 109 998.46***(10) 0.29 0.22 0.21 0.23 

注：五因子模型=伦理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原型、积极情绪、任务绩效、OCB； 

四因子模型 1=伦理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原型、积极情绪、任务绩效+OCB； 

四因子模型 2=伦理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原型、积极情绪、任务绩效、OCB； 

三因子模型=伦理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原型、积极情绪、任务绩效+OCB； 

单因子模型=伦理型领导+伦理型领导原型+积极情绪+任务绩效+OCB； 

 

意见 8：在模型 5 中员工积极道德情绪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系数不显著（b=0.13, se=0.08），

即中介效应的第二段是不显著的，这已经决定了整个中介效应不成立，对假设 4b 没必要再



检验 ab 的显著性。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审稿意见，在本次修改中，我们用崇敬感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伦理型

领导的有效性更能体现出本文的理论价值。基于此，我们对研究假设做了调整，同时，也更

新了最新的研究结果。 

 

意见 9：论文中用了“图示”的表述，似应为“图式”。建议进一步核实。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仔细阅读所指出的问题，我们查找了所有在本文中出现的“图示”，并

将它们进行了更正，改为“图式”。同时，我们也再次把文章仔细检查了一下，防止还有其它

未发现的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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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3意见： 

论文尝试考察伦理领导原型对于伦理领导行为影响员工崇敬感效应的调节作用，从这个

角度推进伦理领导的研究具有较大的新意和学术价值。论文还加入了实验研究与问卷调查相

互印证，方法恰当、可靠，较上一稿有了很大提升。 同时，评审人认为，论文还存在一些

问题，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意见 1：论文细化了认知评价理论，将其分为初级评价和次级评价并分开论述，这是一个很

大的进步。但是，在 1.1 最后一段，论文对 Lazarus 的认知评价理论的次级评价的表述不太

清楚。这将会影响后面 1.2 的第二段分析为何是崇敬感，而非其他积极情绪，包括如何将应



对与学习领导、将领导当作榜样联系在一起？如何将预期与目标联系在一起？表扬与欢迎是

什么关系？等等。这需要进一步细化。另外，Lazarus 的研究集中于压力管理领域，他的认

知评价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一些威胁性的外部刺激，包括初级评价和二级评价。论文用它来解

释崇敬感是否合适？比如，在我看来, 假设 1 的分析中，将学习领导、把领导当作榜样作为

员工 coping 的一种方式，这看上去是有些牵强的。请再斟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建议。首先, 针对审稿人指出的本文对 Lazarus(1991)认知评价理论

中次级评价的表述不够清晰这个问题。我们回顾了 Lazarus(1991, 2001)的研究以及应用该理

论的相关研究，对 1.1 理论部分的次级评价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使表达更加清晰，具体来说：

“在次评价阶段，个体还需要做出三个决策：1) 责备或赞扬(blame or credit), 取决于个体将

消极情绪归因于自己或他人还是将积极情绪归功于自己或他人；2) 应对潜力 (coping 

potential), 与个体是否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来使个人—环境关系变得更好有关；3) 未来期望

(future expectations), 取决于个体预计刺激事件在未来会朝着有利还是不利的方向发展。根据

该理论，当领导者表现出员工期望的高尚道德行为，并且员工认同领导者的道德价值观，那

么员工就会对领导者产生崇敬感。” 

其次，关于审稿人提出的对认知评价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崇敬感的疑问。我们认为本文

使用 Lazarus(1991)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来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是合适的，因为该理论作为

情绪产生过程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个体对刺激事件的认知评价是如何引发情绪的，会引发

什么样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是如何触发后续行为的。尽管 Lazarus(1991)在提出该理论时

并没有提到崇敬感这一具体道德情绪，但却提到了感激(gratitude)。具体来说，Lazarus(1991)

在文中把自豪(pride)、快乐(joy)、爱(love)、感激(gratitude)归类为因受益而产生的情绪

(emotions resulting from benefits)，并以骄傲为例，详细阐述了个体对外部刺激的认知评价是

如何引发积极类型的情绪。由于感激与崇敬感都属于赞赏他人道德情绪(是指个体看到他人

在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并受到其鼓励或得到别人的帮助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反应；

Hadit, 2003)。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由于看到他人的“善行”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反应。基

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可以将 Lazarus(1991)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机制拓展到个体崇敬感

的产生过程。 

最后，Lazarus(1991)认为，个体的意图(intentions)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刺激事件

的应对策略，而应对策略可以看作是实现更高目标的一种低级目标，也就是目的和手段关系。

在本文中，员工产生崇敬感的意图是效仿领导者，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他在面对

领导者高尚道德行为时的应对策略则是通过对领导者形成整体的高尚道德认知, 从而认同



并内化领导者的道德价值观, 最终激发他们产生对领导者的敬重和钦佩。 

 

意见 2：论文在 1.3 第一段论述，“根据 Fehr 等人的观点(2015), 六种道德基础分别与不同领

导风格相关联, 与伦理型领导相对应的是关爱/伤害和公平/欺骗。基于此, 在本文中, 高 ELP

的员工会使用关爱/伤害、公平/欺骗这两项道德基础来定义道德, 他们会认为公平、关爱是

一个伦理型领导应该具备的特质。”这一推论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论文在测量员工的

道德原型时，使用的是 brown(2005)的问卷。在我看来，这个问卷的题目中（1 私人生活合

乎道德行为规范；2   值得信赖；3   在做决策时，会问“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4   会

做出公正的决策；5   心里惦记着员工的最高利益；6   聆听员工们的意见；7   和员工讨论商

业伦理或价值观的问题；8   会惩罚那些违反道德标准的员工；9  不会仅根据结果来定义成

功，他还考虑取得成功的方式；10  在道德方面，是一个“如何以正确方式做事的楷模”），只

有第 4、5、6 题涉及到关爱/伤害、公平/欺骗。那么对于一个高 ELP 原型的员工来讲，如何

判断他对领导道德判断的基础是关爱/伤害、公平/欺骗？请斟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在本轮修改中，结合审稿人的意见，我们重新审视了全

文，比较认同审稿人的观点。在 Brown 等人(2005)开发的量表中，只有第 4、5、6 题涉及到

关爱/伤害、公平/欺骗这两组道德基础。为了验证 Brown 等人(2005)开发的量表中第 1、2、

3、7、8、9、10 题对应于哪种道德基础，我们邀请了 10 位组织行为领域的学者(4 位助理教

授和 6 位高年级博士生)对 Brown 等人开发的 10 个伦理型领导条目与六种道德基础的关联

程度分别进行打分(1=非常小，2=很小，3=一般，4 很大，5=非常大)，结果如下表 A1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除了第 1 题外，其余 9 题都涉及到关爱/伤害、公平/欺骗这两组道德基础。

虽然专家的评分发现第 1 题与圣洁/堕落有关，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很可能是由于 Brown 和

他的同事在开发伦理型领导的量表时并没有明确指出“领导者的私人生活合乎道德规范”具

体包含哪些内容，只从表述来看，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与圣洁/堕落有关。除此之外，本文

还使用 9 题(除了“私人生活合乎道德规范”)的伦理型领导和伦理型领导原型量表对研究 1

和研究 2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使用 9 题量表和 10 题量表所得的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一个高 ELP 原型的员工来讲，他对领导道德判断的基础是关爱/

伤害、公平/欺骗这两组道德基础。 



表 A1  伦理型领导行为与道德基础的关联性 

伦理型领导 

道德基础 
EL1 EL2 EL3 EL4 EL5 EL6 EL7 EL8 EL9 EL10 

关爱/伤害 1.3 1.8 2.1 2.3 4.8 4.2 2.5 2.2 1.6 2.2 

公平/欺骗 1.7 4.1 3.2 4.9 2.2 2.5 3 3.6 3 3.1 

忠诚/背叛 2 2.3 2.3 1.5 2.8 1.7 2 2.4 1.6 2.5 

权威/颠覆 1.4 2.1 2.6 2.6 2.4 2.8 2.4 2.7 2.2 2.8 

圣洁/堕落 5 2.8 2.7 2.4 2.2 2.1 3.4 3 2.8 4.8 

自由/压迫 1.2 1.8 2.2 1.9 2.2 2.2 2.5 1.5 2.5 1.6 

注：EL1─EL10 的顺序和本文中的量表题目顺序是一致的。 

 

意见 3：建议对研究贡献一进行深入讨论。目前这一理论贡献论述实际上是说，之前没有人

用具体情绪来考察道德领导对员工崇敬感的影响，而崇敬感是一种具体的道德情绪，这就是

理论贡献。评审人觉得这还不够，作者需要进一步说明选用了具体情绪到底对研究有哪些推

动，而不是简单说发现了这么一个机制。既然论文已经控制了积极情绪，并且又做出了效应，

那这个结果说明了什么呢？建议加深讨论。另外，在 5.1 的研究贡献中，为何将赞赏他人的

道德情绪看作是跟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同样比较广义的情绪？赞赏他人跟崇敬他人在宽泛度

上有什么差别吗？请再斟酌。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的问题，在本轮修改中，我们重新审视了全文以后，认为考察员

工的崇敬感这一具体的道德情绪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是本文的

最大理论贡献，本文对现有文献的最大贡献体现在在伦理型领导原型这一变量上，基于此，

我们首先把本文的理论贡献顺序进行了调整。其次，我们详细阐述了崇敬感这一具体道德情

绪对现有研究有哪些推动。具体来讲，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毛江华等人(2020)的研究结论是一

致的。他们在研究中考察了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在伦理型领导与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这种道德情绪由感激和崇敬感组成，虽然感激和崇敬感都是由他人的善行引发的，但感激关

注的点在于个体是否成为他人善行的受益者，与此不同，崇敬感则聚焦于个体观察到他人的

高尚道德行为(Greenbaum et al., 2020)。根据 Brown 等人(2006)的观点，伦理型领导所展现高

尚的道德行为会引发员工的效仿和学习，而崇敬感可以很好地 “捕捉”这一过程。基于此，

我们认为伦理型领导会更多地通过引发员工的崇敬感来促使员工的亲社会行为表现(如：

OCB)，而不是感激。本文的两项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这一角度来讲, 本文的研究

结论丰富了现有的文献，为情绪视角下的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更加细微的见解。 

除此以外, 也有学者发现一些广义情绪(如: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也可以在伦理型领

导影响过程中扮演中介作用的“角色”，但相比于广义情绪，很多学者认为 (Cropanzano, Weiss, 



Hale, & Reb, 2003; Algoe & Haidt, 2009; Vianello, Galliani, & Haidt, 2010), 特定的具体情绪

(如: 崇敬感)有更加明确的产生原因和认知内容, 可以产生更加具体、可以识别且有别于更

高阶因素的影响(Watson & Clark, 1992)。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印证这一观点, 具体说来, 在排

除积极情绪的影响后, 我们发现崇敬感仍能产生额外的中介效应, 这一结果说明崇敬感具有

积极情绪所无法解释的独特效应, 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崇敬感生成的特定行为倾向, 如: 模仿

道德榜样和表现亲社会行为; 也表明崇敬感是有别于积极情绪总体感受的一种独特情绪。 

最后，在回顾了情绪的相关研究以后，我们认同审稿人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将赞赏他人

的道德情绪看作是跟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同样比较广义的情绪。具体来讲，赞赏他人的道德

情绪是指个体看到他人在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并受到其鼓励或得到别人的帮助时所体验

到一种情绪反应，包括感激和崇敬两种(Hadit, 2003)。积极情绪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

事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根据 Waston, Tellegen 和 Clark(1988)的观

点，积极情绪是一种比较宽泛的情绪结构，包含有 10 种具体的情绪。以往的研究表明，赞

赏他人的道德情绪与积极情绪属于不同类型的情绪(Greenbaum, Bonner, Gray, & Mawritz, 

2020)。从二者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是由于他人的“善行”引发的，但

引发积极情绪的因素可能是外在因素，也可能个体自身因素造成的；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相比于积极情绪，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的触发引发是具体的，且并未有研究者将其看作一种

广义情绪。基于此，我们认为赞赏他人的道德情绪并不是一种广义情绪。我们对文中的表述

进行了修改。另外，在这次的修改稿中，我们加入了员工的感激作为并列中介，并重新进行

了统计分析，假设检验的结果与没有加入感激的假设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意见 4：在论文的 4.1 部分，从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来看，两个平台收集的样本基本没什么差

别，后面的分析为什么不把两个平台的数据合在一起分析？检验结论的稳健性需要用两个具

有不同特征的样本才有意义，如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两个平台收集的样本没有人口统计学

方面的差异，对于稳健性的检验帮助不大。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同审稿人的观点，对两个在线收集的样本人口统计

学特征(即：性别、年龄、学历和工龄)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样

本在性别、年龄、学历和工龄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可以将两个样本合并进行统计分析。基于

此，我们把两个样本合并来对研究 2 的假设进行检验，假设检验的结果与两个样本分别进行

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即都验证了研究假设。 

 



意见 5：有一些表述和录入错误需要推敲。比如，“由此, 我们认为探究具体的情绪可以更好

地揭示伦理型领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过程这一“黑箱”。”这句的表述值得商榷。不是“探究具

体情绪”，似应是探究具体情绪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再比如，在 4.2

部分，有录入错误，“你和本部门的同事都必须要高度依赖刘经理或获取必要的资源、预算

和帮助”。去掉“或”。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同审稿人的观点，本文探究的不是具体情绪，而是

具体情绪在伦理型领导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基于此，我们将这一描述改为“由此, 我

们认为通过探究具体的情绪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行为之间关系的作用, 可以更好地揭示这

一影响过程的黑箱”。具体请详见修改稿中引言的第三段。另外，我们也将文中的录入错误

进行了改正。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全文又进行了仔细检查，防止发生类似的错误。 

参考文献： 

Algoe, S. B., & Haidt, J. (2009). Witnessing excellence in action: The other-praising emotions of elevation, 

gratitude, and admiration.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4(2), 1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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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编委专家意见： 

“员工伦理型领导原型对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员工崇敬感的中介作用”选题有理论

和实际意义，在第二轮修改过程中，还增加了一个情境实验进一步验证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

经过三轮的修改和完善，很好地回答了评阅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达到《心理学报》的水平。

第一，运用认知评价理论，从情感（或情绪）的视角，丰富了伦理性领导的研究；第二，借

鉴内隐领导理论，关注员工对伦理型领导的认知差异，探讨了伦理领导原型的调节作用；第

三，研究方法比较合理，使用了多时段、多来源的、多方法的数据获得方法；第四，表达比

较流畅。总结论：完善后发表。 

 

意见 1：考虑到论文的篇幅，加上情境实验没有增加新的结果和解释量，建议删除情境实验

部分；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的建议。我们比较认同编委的意见，本文的篇幅确实太长。为此，我们

将本文的情境实验在正文中删除了。但考虑到问卷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充分验证假设 3 和假设

4，本文认为，原因可能是对员工的崇敬感采用了单条目测量造成的。另外, 问卷调查的研

究结论并不能推导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针对这些不足之处, 本文又进行一个情境实验研

究，并在该情境实验中选用了多条目的崇敬感量表，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的所有假设。基于

上述情况，综合考虑编委的意见以及情境实验对本文研究结果的解释力，本文在正文中删除

了情境实验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在正文的补充分析中，强调了情境实验的存在, 并对情境实

验的样本来源、变量操作、情境故事的来源、量表选择做了简单描述。但受文章篇幅所限, 本

文将情境实验的详细设计过程和研究结果上传到了一个学术资料共享网站供读者下载查阅，

具体网址是：https://osf.io/pz9de/?view_only=74eb61012540489d82eaa26e623ae8cd。 

 

意见 2：理论贡献部分，突出三点即可，理论视角，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的建议，重新审视了全文以后，我们对本文的理论贡献部分进行了修改，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出本文通过借鉴内隐领导理论来关注员工对伦理型领导的认知差

异, 可以为后续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二是强调本文验证了崇敬感相

https://osf.io/pz9de/?view_only=74eb61012540489d82eaa26e623ae8cd


比于广义情绪的独特效应以及丰富了崇敬感的前因研究；三是突出本文对拓展内隐领导理论

的应用范围有一定的贡献。 

 

意见 3：在文字表达方面尽量不用“我们”，有的可以省略；有的可以用本文等等。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的建议，我们对文中的文字表达进行了修改，其中将正文中的一部分“我

们”删除，其它的用“本文”进行代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主编意见： 

该研究经过几轮次的修改有一定的提高，但有两点影响到该研究的质量： 

 

意见 1：一是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 2001)最初是用于解释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评价，用

在这里比较牵强，请作者再确认，如果一定要用，需要重新梳理和阐述员工对伦理型领导的

认知评价，如何通过认知评价理论的观点来解释。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建议。在重新对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91, 2001)的原文以及使用该

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阅读以后，我们认同主编的观点，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更多地会被用于

解释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评价，不太适合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为此，我们通过查阅具体情绪

的相关研究文献，发现 Hu 和 Kaplan (2014)所提出的工作场所中具体积极情绪理论模型能更

好地契合本文的研究问题, 该模型指出组织中一些工作事件的发生(组织的政策、领导的行

为或者不同员工间的差异)会引发员工的情绪, 员工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价会产生特定的

情绪反应, 并最终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如：该模型指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的个性化关怀

会引发员工的感激，并激发员工表现出更高的绩效)。具体修改内容请详见修改稿 1.1 小节

的第一段（正文第 3 页）和第三段（正文第 3 页）。 

    另外，出于文章篇幅考虑，本文将引言部分进行了精简，具体修改内容请详见修改稿中

引言部分的第二段（正文第 2 页）。 

 

意见 2：该研究仅一个问卷研究，样本量还相对较小，对于学报的标准来说比较牵强。作者

应该考虑加大样本量，或者重新收集数据。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建议，我们认同主编的观点。本文之前做过一个实验研究，但根据编



委的意见，本文并未将该实验研究放在正文当中，而是在将该实验的研究过程上传到 OSF。

在本轮的修改稿中，根据主编的意见，我们将之前做的实验研究加入到了正文当中，但考虑

到该实验的研究结果中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过高，原因在于本文对该实验研究中“低伦理型领

导”情境中的领导行为描述使用了“不”这类否定词, 造成操纵的两种实验情境为: “伦理

型领导”VS“非伦理型领导”。为此，本文通过调整原来实验中对伦理型领导的操纵，并重

新做了一个情境实验，在这个新的情境实验中，本文分别用“总是”和“有时”来描述两种

情境下的领导行为, 从而可以形成“高伦理型领导”VS“低伦理型领导”两种实验情境, 这

样可以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严谨、可靠。另外，考虑到文章篇幅，本文将上述两个情境

实验的研究数据、实验材料、相关性分析和假设检验的结果上传到 OSF 供读者查阅（具体

网址是：https://osf.io/rxkvq/?view_only=119fdba98a01474bb0cc34627d200470）。 

参考文献： 

Hu, X., & Kaplan, S. (2015). Is "feeling good" good enough? Differentiating discrete positive emotions at work.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6(1), 39–58. 

Lazarus, R. S. (1991). Emotion and adap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zarus, R. S. (2001). Relational meaning and discrete emotions. In K. R. Scherer, A. Schorr, & T. Johnstone 

(Eds.), Appraisal processes in emotion: Theory, methods, research: 37–67.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主编意见： 

整个研究和写作都比较规范，对审稿人的意见也进行了比较有效的修改。请在讨论中进一步

明确该研究除常识 common sense 以外的贡献。修后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的意见。再对本文的理论贡献进行重新审视以后，我们认为，本文的理

论贡献除了文中提到的三点外(即：1.提供新的理论视角；2.验证了崇敬感这一具体情绪相比

于积极情绪所具有的独特效应；3.丰富了崇敬感的前因研究)，本文还对内隐领导理论有一

定的贡献。具体来说：通过将内隐领导理论整合到伦理型领导的研究框架中来考察伦理型领

导原型对伦理型领导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内隐领导理论的应用范围。

因此，在最后整体讨论中的理论贡献部分，本文详细阐述了本文对内隐领导理论这一研究领

域的贡献，具体如下： 

https://osf.io/rxkvq/?view_only=119fdba98a01474bb0cc34627d200470


最后, 本文首次探究了员工的伦理型领导原型对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崇敬感之间关系的

调节作用, 从内隐领导原型的视角揭示了伦理型领导发挥有效性的边界条件。根据定义, 内

隐领导理论中的领导原型所包含有四种特质, 即: 敏感、智慧、奉献、活力, 这些特质是在

没有指明特定领导行为的情况下, 由学者归纳产生, 有一定的普适性(Epitropaki & Martin, 

2005)。但这些特质不能具体地反映员工对特定领导风格应该具备某些积极特征的期待。基

于此, 本文将内隐领导理论应用到伦理型领导这一具体领导风格的研究中来考察员工对伦

理型领导的认知图式是如何影响他们对实际伦理型领导行为的认知, 可以进一步拓展内隐

领导理论的应用范围。 

除此之外，为避免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在最终的提交稿中，我们还对文章中的统计学符

号、参考文献及其格式、错别字、语言措辞以及英文摘要进行了检查，并修改了其中的错误。 

参考文献： 

Epitropaki, O., & Martin, R. (2005). From ideal to re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ole of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on leader-member exchanges and employee outcom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4), 659–676. 

 


